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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1255—1321），字道复，号秋谷，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元史》卷一七五有传。他以侍读身

份陪伴元仁宗成长，见证并高度参与了仁宗治世。其忠君之心、辅治之功和归隐渴望，构成了一个层次丰

富的书写对象。同时，仁宗给予他的认可和推崇，既满足新政之下树立典范和道德构建的政治意图，亦与

当时以儒治国的时政理念相符，遂在文臣之间引起了积极回应，引发了一番以“李孟”为主题的集体化创

作景象。相关作品既以文学化的方式呈现了元代中期的一段历史，也表露出庙堂文人的共性心理。

一 仁宗和李孟的师生、君臣之谊

据《元史》本传记载，李孟长于古今治乱之说且志向远大。①不过从至元十四年（1277）到至元三十一

年（1294），除了被裕宗召见于东宫（未及见用而裕宗没），以及其后短暂在行中书右丞杨吉丁府上担任塾

师之外，他多数时候都表现出一种无意于仕进的姿态，断然拒绝了来自各方的连番荐举。②如果考虑到杨

吉丁是将李孟推荐至裕宗殿前的伯乐，因而李孟暂时接受过在其府宅教学的工作，那么年轻时的李孟在

更多情况下宁可蜷居讲学也不肯就任吏职的本心是很明白的：伯乐之面虽不可强驳，但正如黄溍为其撰

写行状时所言，县簿一类的职守实在“非其志也”③。他一直在等待一次能够真正用志于当世的际遇。直到

成宗即位后，时为皇太后的阔阔真寻访名儒辅导皇孙海山（武宗）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李孟因为此

前已声名在外而再次获得推荐，由此抓住了至关重要的良机，成为了以后的帝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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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李孟是元代中期仁宗一朝的辅弼良臣，虽不以文学大家的身份名世，但因特

殊的仕履经历及影响力而在文坛引发共鸣。一系列以“李孟”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应时而生。一方

面，仁宗加诸集体化写作行为中的权威彰显出新君执政之初树立典范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

在朝文人的轮番参与映射出该群体的时代认同、“大人”之梦与归隐渴望。在集体的书写中，一

个层次丰富的文臣楷模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该群体也借由诗文写作将李孟和仁宗及其时

代的紧密关系进行塑形，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于历史和自我的双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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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 4084页。
② 同上。
③ 黄溍：《元故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平章政事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李公行
状》，王颋点校《黄溍集》第 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 705页。下文简称“《李公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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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元年（1297），李孟开始以侍读身份陪辅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彼时海山年十七岁，爱育黎拔

力八达只有十三岁。此后海山出镇漠北，遂有“仁宗留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①的一师一生教

学阶段，仁宗和李孟的君臣情谊自此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大德九年（1305），仁宗遭中宫之忌被外放怀州，

“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②。

没有史料证明此时李孟已能预见到自己的学生必将承继大统，但在这段仁宗平生的低谷期李孟始终不

离左右，不但使“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更令仁宗于“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③与此同时，共历

患难的情谊也加固了两人的关系，让仁宗在此后的岁月里对李孟充满了信赖，以至于有“朕在位，必卿在

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④的许诺。

仁宗即位初曾赐钞十万贯于李孟，以为其治第之用，然而后者却拒绝道：“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

者，非富贵之谓也。”⑤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驾崩，时为太子的武宗海山远在漠北，安西王阿难答在成宗

皇后的支持下谋继大统，随即引发了一场宫廷政变。李孟在此期间的一系列作为，充分说明他早已将自

己志在为天下苍生的宏愿寄托在了学生身上。其一，他身为人师，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决时慷慨陈

词，先谈：“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

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再言：“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

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⑥，入情入理地帮助和鼓励学生就关键性问题作出迅速、正确的判断。其二，不

同于一般儒士的文弱形象，李孟在先行去往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家中合议时，后者正遭遇成宗皇后连番

派人探病、实为严密监视的困局。于是他镇定自若地将自己假扮为医者，“长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诊其

脉”⑦，有勇有谋地化险为夷，为下一步的平乱行动争取到了时间和机会。其三，当己方阵营有人建议应当

等待海山兵马到来后再作打算时，李孟力言一旦错过时机，待两强相斗必将“生民涂炭，宗社危矣”，并接

连以“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

必万全”的儒家之道极力敦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行动。⑧这表露出他忠于仁宗并托志于仁宗的强烈“私心”：

无论如何，李孟都坚持以仁宗为先———他希望由爱育黎拔力八达而非海山取得平乱之功，自然也期待这

样的功勋能够帮助前者登上王位，从而将个人“每考论古今治乱盛衰之故，慨然有志于当世”⑨的理想抱

负付诸实践。

李孟的这份“私心”还将从随后发生的两个事件里得到印证。一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提出以卜筮问

吉凶时，李孟竟事先与卜人议定，“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⑩，以确保仁宗下定决心前的最后一个环节

①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4页。
② 同上书，第 4085页。
③ 同上书，第 4084、4085页。
④ 同上书，第 4088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 4085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书，第 4086页。
⑨ 黄溍：《李公行状》，王颋点校《黄溍集》第 3册，第 704页。
⑩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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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有失。二是在事成后由弟监国、待兄即位的局面下，先有李孟自陈“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

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随即遁走隐居，后有武宗听闻“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

取”之“内幕”。①这也表明了李孟在发生于大德十一年（1307）的这场皇位争端中所持的明确立场。不仅如

此，有元史学者甚至推测后来看似和平过渡的武、仁授受“实际上是又一场皇位之争”，同时强调李孟再

次于其间起到的关键作用，“可见在武宗末年的这场斗争中，他也曾出谋划策，为保仁宗的皇储地位和顺

利登基立了大功。”②

总而言之，自教导十三岁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起，至其二十七岁登上王位，李孟在得到这个他等待已

久的机会后，其尽心尽力之付出都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十数年如一日地苦心传播儒学，还是有胆有识

地参与谋划并最终助仁宗完成从皇子到皇帝的身份转换，应该说，李孟是以一次又一次的实际行动展现

了其忠心与才干。正因如此，仁宗对李孟的倚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李孟随之

得到晋升与重用，成为了见证并高度参与仁宗治世的股肱之臣。仁宗曾言：“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

泽”，《元史》也将仁宗“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的识见归因为“实孟启之也”，甚至把他

之于仁宗朝的重要性定义为“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一令之善，必归之于

孟焉”。③

二 仁宗朝以“李孟”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现象

具体到这一时期爱贤尚文的政治风向来看④，李孟的言行与付出实无愧于仁宗的称赞与史家的好

评。一方面，仁宗“临御天下，慨然悯习俗之弊于文法，思得儒臣以图治功”⑤的理念，本质上是基于李孟从

爱育黎拔力八达少年时即已为其播种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除了直接给予统治者以观念影响，并参与

制定和落实朝廷层面的用人方针之外，李孟也积极利用个人的权威和声望，以伯乐之姿为仁宗及其时代

发掘和提携可用之才，展现了“力能进退天下之士，而无一毫疏戚薄厚爱憎之心置其间，一务于为国而得

人”⑥的风范。在此背景下，以“李孟”为主题的集体化文学创作遂成为这一时代的独特现象。

（一）仁宗的身体力行与文人的认同回应：李孟画像同题集咏

至大四年（1311），仁宗以秦国公之号为李孟赐爵后，要求朝臣为李孟的画像作赞。姚燧序其经过曰：

陛下之未出阁，由李道复日侍讲读，亲而敬之。尝召绘工，惟肖其形，赐号“秋谷”，命集贤大

学士王颙大书之，手刻为扁，而署其上，又侧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至大四

年辛亥春，正位宸极，制授道复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以尽学焉。后臣之义，装潢是图，填金

刻扁，而摹赐号与御署，卷加标轴。宠耀至矣，人孰与俦？敕臣燧序之，将俾词臣颂歌其下，而亲

览焉。⑦

①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7页。
②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659—660页。
③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8、4085、4090页。
④ 参见刘育《元仁宗爱贤尚文意志下的文坛样态平议》，《前沿》2022年第 4期。
⑤ 苏天爵：《御史中丞马公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4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 54页。
⑥ 揭傒斯：《上李秦公书》，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 294页。
⑦ 姚燧：《李平章画像序》，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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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文的记录可知，此次应制的对象其实是早在大德三年（1299）即已完成的一幅画像。彼时身为皇子

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接受李孟的儒道讲授仅有两年，然已“亲而敬之”，又亲手在画像旁边署字，显露出仁

宗从少年时就对儒家文化产生极大兴趣，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李孟的教育成果。

而且从学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言行表现来看，仅仅是在其入主东宫之前的这段时期，李孟的春风化

雨之功就已非常显著。《元史》本纪记载，仁宗当年在前往怀州的路上，“所过郡县，供帐华侈，悉令撤去，

严饬扈从毋扰于民，且谕佥事王毅察而言之，民皆感悦”；经过邯郸时，“谕县官曰：‘吾虑卫士不法，胥吏

科敛，重为民困。’乃命王傅巡行察之。”①显然，渗透于这些命令中的核心理念正是儒家崇尚的民本观，代

表着年轻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其所受儒家教育而产生的理解与实践。此后在返回大都平定安西王叛乱

的途中，仁宗的言行再一次体现出其用心修习圣贤之道的必然成果。据史料记载：

至漳河，值大风雪，田叟有以盂粥进者，近侍却不受。爱育黎拔力八达曰：“汉光武尝为寇兵

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备尝艰难，罔知稼穑，以致骄惰。”命取食之，赐叟绫一匹，慰遣之。②

在这则颇富画面感的故事里，无论是脱口而出的引经据典，还是大丈夫当备尝艰难的人生理论，乃至“稼

穑”“骄惰”之说，都深具师者李孟的教育印记。加之李孟更是帮助爱育黎拔力八达登上帝位的关键功臣，

学生对老师的尊崇自是不言而喻。

由此观之，李孟的画像得到填金刻匾、御署名号的重新装裱，以及词臣颂歌、皇帝亲览的至高待遇，

其间的涵义是丰富而微妙的。一方面，仁宗甫一称帝便以君主之威对老师的地位进行强烈肯定，这无疑

符合儒家尊师重道的基本观念。因此，仁宗的这道指令首先便在展现师生融洽关系的同时，凸显了深谙

礼数道德的仁君形象。另一方面，参与颂歌的文臣们则通过此次应制创作，回顾了李孟其人其行的时代

意义，并在由此感受到的儒治氛围中加强了凝聚与认同。

其中，同恕赞曰：“昔也龙渊，以羽以翼。今焉凤池，伊契伊稷。培植太平，仁膏义泽。”③他称赞了李孟

对仁宗多年的辅佐之功，喻之以“羽翼”，比之为“契”“稷”。蒲道源在《秋谷平章真容赞》小序中则说：“某

伏在田里，恭闻秋谷平章秦国公有大勋于帝室，诏画工图其容，仍命词臣等赞颂，宠渥至矣。窃谓君臣际

会，古今盛事。太平之业，实基于此”④，将仁宗和李孟的关系定义为“君臣际会”的盛事。赵孟兆页更在《奉赠

平章李相公十韵》中这样形容：“谁能动天子，今复见山人。始白诗书效，行看俗化淳。”⑤李孟的意见对于

仁宗的影响力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显明的事实。而李孟亦充分借助这一影响力以及仁宗选择以儒治国的

思想倾向，将整个朝廷的文明程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元立国后停废多年的科举考试得以在仁宗时代

重新恢复，实与李孟循循善诱的潜移默化之功密不可分。⑥对此，程钜夫在李孟画像赞文里写道：“历观宰

辅，久无儒者。潜龙羽翼，公乃大雅。帝曰旧学，汝遂相予。真儒之效，此其权舆。熙运方开，明良起喜。如

龙而云，如鱼而水。任以天下，可谓大臣。劳谦得士，清静宁民”⑦，特别强调了在李孟这位儒者的带动下，

① 宋濂等：《元史》卷二四，第 2册，第 535—536页。
②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 152页。
③ 同恕：《李平章秋谷赞》，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377页。
④ 蒲道源：《秋谷平章真容赞并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 281页。
⑤ 赵孟兆页：《奉赠平章李相公十韵》，钱伟强点校《赵孟兆页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 94页。
⑥ 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9页。
⑦ 程钜夫：《李秋谷画像赞》，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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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间“得士”和“清静宁民”的状态，并将此归结为“真儒之效”。同时，以程钜夫多朝元老的身份做出“历

观宰辅，久无儒者”的定调，这和前文蒲氏所说的“太平之业”以及同恕所说的“培植太平，仁膏义泽”相

仿。其中既有对李孟的赞美，更包含着写作者们立足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视野给予仁宗帝业的强烈认

同。换言之，众人借由这次针对李孟画像的应制奉和表达共识：他们都认可儒者李孟之于仁宗时代的关

键作用及其苦心缔造的太平盛世之成果。

（二）时代激活的“大人”之梦：翰林文人有关“李孟”主题的其他创作

对活跃在朝堂之上的翰林文人来说，仁宗对李孟的器重，以及李孟个人以白衣书生的身份建功立

业、影响统治者决策，进而革新时政面貌的成就俨然成为了一种典范。文人们不仅在皇帝的命题作文中

感受着这种典范的力量，而且也在其他有关“李孟”的创作活动中书写着身逢盛世的荣耀与自信。

这类创作的第一种形式是贺寿诗词。翻检元人文集可见，现存以为李孟贺寿为主题的作品大致如下

表所列：

表一 “李孟寿日”主题相关作品概览

这些诗词创作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是奉题而作，但其内容却普遍与李孟的政治贡献及成就相关联。例如马

祖常的《秋谷平章生日》①一诗开篇便言：“上宰儒宗重，中台位望隆”，首先建立起仁宗重儒和李孟见遇二

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后说：“造命毗元化，书思沃帝聪。山河尊社稷，礼乐赖臣工”，则是进一步将儒治带

来的礼乐教化之风归功于李孟的付出。诗歌最后写道：“洛下耆英盛，人间寿域同。君王自养老，何羡菊潭

东”，展现出仁宗治下一派老有所养的和谐景象。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祖常在尾句跳脱了贺寿的写

作者 题目 文体

程钜夫

寿李秋谷 五言古诗

清平乐·寿李秋谷 词

沁园春·寿李秋谷平章十一月朔 词

刘敏中
次李秋谷平章寿日诗韵（其一） 七言律诗

次李秋谷平章寿日诗韵（其二） 七言律诗

赵孟兆页 寿平章李韩公 七言律诗

袁桷

寿李承旨四十韵 五言古诗

寿李承旨（其一） 七言律诗

寿李承旨（其二） 七言律诗

马祖常
秋谷平章生日 五言古诗

寿故相秋谷 七言律诗

蒲道源

寿秋谷平章（其一） 七言律诗

寿秋谷平章（其二） 七言律诗

寿秋谷平章延祐五年十一月一日 七言律诗

清平乐·寿李平章 词

许有壬 寿李秋谷平章 七言律诗

张野 寿李秋谷 七言律诗

① 马祖常：《秋谷平章生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2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 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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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题，将本该致以李孟的压轴祝福转移到了仁宗身上，以菊潭之水可以益寿延年的典故①表达出对于

君主的拥护。这样的做法令人想见：以仁宗对李孟的倚重，在他即位后的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赋诗咏词

为李孟祝寿，这或许本就是一种出自帝王授意，或至少是符合仁宗心意的传统。如此我们便能理解在《秋

谷平章生日》的诗题下高唱“君王自养老，何羡菊潭东”的“跑调”，其实正暗示出诗人在寿星以外另设的

一位潜在读者。

又如蒲道源《寿秋谷平章》诗写：“硕材扶护赖玄功，已与明堂作栋隆。江汉炳灵虽借重，乾坤间气自

难同。勋名真似韩忠献，寿考当逾郭令公。更为皇家建邦本，异时绿野乐无穷。”②诗人同样以李孟的匡扶

社稷之功作为主要写作素材，“更为皇家建邦本”的表述则将其教授给仁宗的以儒治国理念当作李孟更深

一层的功德加以赞颂。再如许有壬在《寿李秋谷平章》里称李孟为得闲宰相③，在表面上赞誉个体的同时

将深层笔触指向了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与此相似地，程钜夫也在《次韵秋谷西郊书事》诗中表彰道：“高

贤自古闲难得，夹道争瞻李相君”④；虞集则在为李孟所作的《知还斋记》里提到：“及天子即位，公以旧学

为之相。大纲细目，疏治条理，不紊不遗，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与天子坐论道德，治乎无为。”⑤以上许有

壬、程钜夫和虞集不无相似的描述，显然都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⑥的理想境界作为范本。文

人们对于这种儒治新风的认同感，以及时人乐于将仁宗比之尧、舜的书写模式⑦，在此达成了契合。

程钜夫的《寿李秋谷》⑧可以说是为李孟庆寿创作中的巨制，长达三十联共三百字。诗人对李孟以身

试险助爱育黎拔力八达平乱并终得帝位的史实赞赏不已，以“赤手除蛟虎，丹心见藿葵”的描写为身为儒

士的主人公注入了忠肝义胆的侠骨风姿，也再次彰显了李孟在大德末年乱局中建立的功勋。与此同时，

程钜夫同样没有忘记颂扬这个时代的进步，他说：“乡校惟闻颂，朝廷总得宜。端由天子圣，亦在哲人推”。

在这里身为老臣的诗人把天子之圣和哲人之推进行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他笔下，“哲人”李孟有着“报

主期尧舜，为臣志吕伊”的壮志情怀，同时也具备“功高门似水，心静爵空縻”的淡泊高尚。这与其说是单

纯地就事论事，为李孟的寿日作文，倒不如说在洋洋洒洒不能停笔的同时，诗人的思绪里也正流淌着个

人心事。这种心事绝非比较———他替世祖赴江南访贤结出的硕果，与李孟辅佐仁宗缔造儒治盛世，在勋

名上并无一较高下的必要性。真正重要的是，程钜夫一定在李孟身上看到了自己毕生致君尧舜、为臣吕

伊的理想与实践。有学者提出，“作为南人官员，程钜夫以大一统王朝的理念为南方融入大元王朝而奔走

呼告，也以南北一统的理念重塑新王朝的思考方式与思维视野”，甚至倡言“对于整个元王朝来说，如果

没有程钜夫的努力，他们就不算真正拥有南方”。⑨由此观之，同样是为有元一代的发展建功立业，诗人用

① 参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三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 679页。
② 蒲道源：《寿秋谷平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9册，第 287页。
③ 参见许有壬《寿李秋谷平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34册，第 321页。
④ 程钜夫：《次韵秋谷西郊书事》，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5册，第 273页。
⑤ 虞集：《知还斋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 635页。
⑥ 朱熹注《周易》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65页。
⑦ 如李孟就直称仁宗为“尧、舜之主也”。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8页。范梈亦认为自己“生逢尧
舜世”。参见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26册，第 417页。再如赵孟兆页在皇庆改元伊始盛赞仁宗为“天生圣人，千载稀有”。参见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 805页。

⑧ 程钜夫：《寿李秋谷》，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5册，第 272页。
⑨ 邱江宁：《程钜夫与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 6期。

元代中期“李孟”主题集体书写考论

113



· ·2025 年第 2期

他给予李孟的称赞，暗述了自己“功高门似水，心静爵空縻”的选择。在诗歌最后程钜夫说：“即此观天道，

宜能永福绥。直为天下祝，不是老夫私”，这一心系社稷苍生的胸襟既出自诗人本身，又可说是为李孟所

作的代言，吐露了他们最本质的儒者情怀。

元史学家曾言：“由于元朝统治的巩固，加上尊孔和崇奉儒术政策的推行，大多数汉人、南人中的士

人，很快便认同元朝的统治，纷纷谋求入仕，歌功颂德的诗文随处可见。”①可以说，其中“巩固”“尊孔”“崇

奉儒术”等描述与仁宗朝的情形最是切近。的确，与程钜夫诗歌咏本朝天道永福绥相仿，前述各篇为李孟

贺寿的诗作也都或多或少有这类看似“歌功颂德”的言辞。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仁宗以儒治国、爱贤尚

文营造出的接近中原王朝的氛围，让这些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成长起来的文人深感身逢其时。比起流于表

面的歌功颂德，一众文人希望现有政治风向长久延续，进而为现任君王祈福祷寿的写作意图想必更是出

于真心的自然流露。

这类创作的第二种形式是在朝文人和李孟之间的交游之作，包括赠诗、和诗、记文等。其中，虞集执

笔的《知还斋记》起笔便直奔文题曰：“相国李秦公，治小斋于居第之后，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语，名

之曰‘知还’，而命集记之。”②接下来，他先对身居要位者必求高明广大之居的普遍现象给出合理化的解

释道：“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虑。虑周天下，则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劳矣。于是求高明广大之

居，以佚其身，休其气息。其聪明之用，以待事物之无穷者，人之所同也”，继而将李孟从皇子之师到帝王

之师的非凡成就总结为“四海晏然蒙其泽而莫之觉，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由此点明方丈小斋即

可容纳彼身是因为对方在德业修为上达到了至高境界，完成了对于李孟的第一重赞扬。③此后，虞集进一

步写道：

朝出乎乔林，而夕返乎一枝者，众鸟也。故隐民远土，得以寄兴而自喻。乃若鸣凤，历数千百

载而一出，其进退岂直系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为进退者，庶士之事也。进退不系其身，而系

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系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于此，是岂以功名富贵易其心

者哉？④

显然，这里“岂以功名富贵易其心”的感慨，正与李孟对仁宗所言“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贵之

谓也”之陈辞相符。换言之，虞集的文字及李孟治小斋以自处的选择，都令我们看到后者拒绝仁宗十万贯

赐钞的行为是本心为之而非沽名钓誉。更为重要的是，虞集在记文中以众鸟和鸣凤为喻，认为以保全自

身为要务、应朝夕之时相机而动如同众鸟，的确是很多人会走的路，但李孟这样的人则像是千百年难得

一见的鸣凤。他的存在意义与众不同，必不限于只关注自我，由此完成了第二重褒扬：极大肯定了李孟为

行道而进退的“大人”品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虞集的文章将众鸟和鸣凤的差异作为称赞李孟的切入点，显然有别于其他同僚

在相关创作里重点强调的手定乾坤和辅治盛世之功，实则是把李孟的具体功绩升华为了进退行藏的自

我抉择，在此基础上强调并歌颂了一种“进退不系其身，而系其道”的品质。如此异乎他人的关注角度不

① 陈高华：《元朝史事新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175页。
② 虞集：《知还斋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6册，第 63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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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令人联想到另一个“进退不系其身，而系其道”，且又与虞集关系密切的人。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兵临采石。理论上本无武将身份亦无督战责任的虞允文

在危机面前挺身而出，最终使“敌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议和”①，为南宋赢得了安宁之机，被杨万里赞许为

“负荷偏宜重，经纶别有源。雪山真将相，赤壁再乾坤”②。毫无疑问，这亦是《知还斋记》所称赏的“以身系

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的“大人之事”。作为虞允文的五世孙，虞集在为李孟所作的记文中抓住了其与先

祖尤为相似的“大人”品质，这恐怕不会只是巧合。一个是曾在南宋“出入将相”“忠勤无二”③的家族丰碑，

另一个则是本朝功勋卓越的辅弼之臣。应该说他们之间从表至里的相似，是虞集在夸赞李孟时与他人选

择的切入角度颇有不同的关键原因。在《知还斋记》一文中，虞集既赞美了李孟，也致敬了虞氏先贤，同时

在一为明写、一为暗写的今古交错中，隐埋着自己对“大人”之梦的向往。

不仅如此，文章起笔就先强调小斋名曰“知还”，其后又在短短百余字里三提“进退”。这表明正如熟

悉先祖虞允文的“晚际时艰”④一样，作为朝堂同僚的虞集很清楚李孟在仕途上经历过的进退维谷，也因

此更崇敬对方为天下而舍己的无私。事实上，除了前文提及武宗即位后李孟曾惧祸遁走的一段经历，这

位受到万众瞩目，甚至从老翁到孩童、从渔人到樵民都无人不晓⑤的宰臣曾多次萌生退意。第一次是在仁

宗初登基时，《元史》本传说他“在政府，虽多所补益，而自视常若不及，尝因间请曰：‘臣学圣人道，遭遇陛

下，陛下尧、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为尧、舜之民，上负陛下，下负所学，乞解罢政权，避贤路。’”⑥毋庸讳

言，李孟这段请辞理由乍看上去兼有恭维和自谦的双重意图。但如果考虑到至大三年（1310）李孟经由当

时身为皇太子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荐举，开始在武宗朝任职后，“力以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

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贵戚近臣，恶其不便于己”⑦，那么可想而知，即便已经迈入新朝，但与一部分贵戚

近臣结下的往日恩怨以及李孟本身刚正不阿的行事风格，恐怕仍在给他带来困扰。此后他锲而不舍地多

次向仁宗告还，更是清晰证明了这一点。皇庆元年（1312）末，李孟归葬父母回朝，再次提出“谢事”之请，

仁宗不允；皇庆二年（1313），李孟“乞还国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请”；延祐二年（1315），李孟复以“衰病不

任事，乞解政权归田里”。⑧根据黄溍的说法，这个以体衰多病为由辞任职事的请求在其后的几年还曾数

番出现，但直到延祐六年（1319）仁宗“乃从所乞”⑨。

客观来看，李孟的困境不止虞集一人看在眼里，张养浩也于《寄李道复平章》一诗中特别提到：“盛名

自古多难处，好及明时乞此身”⑩。许有壬更在写于李孟辞世二十七年后的《秋谷文集序》中明言，其当年

① 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三，第 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 11795页。
② 杨万里：《虞丞相挽词三首（其一）》，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 4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 26154页。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三，第 34册，第 11800页。
④ 同上。
⑤ 参见刘敏中《次李秋谷平章寿日诗韵（其二）》，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1册，第 368页。
⑥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8页。
⑦ 同上书，第 4087页。
⑧ 同上书，第 4089页。
⑨ 黄溍：《李公行状》，王颋点校《黄溍集》第 3册，第 707页。
⑩ 张养浩：《寄李道复平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25册，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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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宗朝秉公处事的业绩实为“挺身任之，灼知将来之危而不恤也”①。这里所谓“将来之危”，自然是作者

在写作当时已经亲见亲闻的某种事实。

可是作为李孟来说，他并未因为始终存在于内心的退意而对朝堂之事消极怠慢。尤其是在皇庆二年

（1313）乞还秦国公印后，李孟仍在与仁宗论议朝廷用人之道时循循善诱并极力促成了元代科举制度的

施行，协助仁宗完成了其儒治策略的代表性成果。延祐初行科举之时，李孟曾自述心志曰：“百年场屋事

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龙颜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

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②这虽然是即事赋诗，但其中包含的却是李孟奉守一生的信条。从诗中可以

看到，尽管李孟有无力之感，但他仍时刻将“圣情”挂怀，不忘“慨然有志于当世”的初心。蒲道源在《跋秋

谷平章试院中所作诗》一文中写道：“公尽心其事，于试院中作诗七言一章凡八句。其所以颂熙朝之盛事，

劝士子之为忠，以报方今之荣遇。思得真儒实材，以辅成太平之治。且自退托于不能，意无不备”③，亦是对

友人复杂心声的一番代述。

尽管李孟与仁宗师生情深，仁宗与李孟君臣遇合，但这并不能消解李孟让其他蒙古统治阶层利益受

损所累加起来的敌意。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有用世之心，却也向往风平浪静的退隐生活。李孟曾自谦

道：“西望家山咫尺间，白头多病不知还。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④，或隐或显地透露出个人在

宦途现实层面和身体心理层面遭遇的困局。这与友人蒲道源从其《初科知贡举》一诗中明白感知到的“自

退”之意如出一辙。然而在此情形下，李孟对朝廷、对仁宗依然“尽心其事”，他希望为仁宗网罗到那些有

真才实学的人，最终达到“太平之治”的远景目标。此后的历史也证明延祐首科选拔出的张起岩、欧阳玄、

许有壬、杨载、马祖常、黄溍等人，多成为了元中后期声望显著、影响深远的一代人物，得人之精准让李孟

之鞠躬尽瘁于此又可见一斑。《知还斋记》所言“进退不系其身，而系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系天下

之安危，其道著矣”，可谓不虚。

此外，相关主题交游之作的其他参与者还包括郝天挺、程钜夫、赵孟兆页、张养浩、虞集、卢亘、王执谦、

蒲道源、完颜德辉等人。虽然与品题画像、集体贺寿的情况相比，交游之作的应制成分更少而私人属性进

一步提升，但从其中具体的内容来看，我们依然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围绕李孟展开的文学创作始终与时政

的内涵密不可分。例如卢亘《奉和李秋谷平章宿西郊》诗写：“无象太平今有象，共欣良相遇明君”⑤，赵孟兆页

《奉赠平章李相公十韵》亦云：“鱼水千年庆，龙云亿载春。乾元开泰运，圣主得贤臣”⑥，可见无论是明君仁

宗和贤相李孟的形象，还是李孟与仁宗治世的绝对关联，在时人心中都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一贯印象。诗

人们也总是热衷于以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去表达对于友人李孟的情感。如王执谦《赠李道复》写：“鞍

马西来气吐虹，名声一日压诸公。面陈王霸龙庭上，手拔乾坤虎口中”⑦，以一连串的动态描绘赞叹了李孟

应对复杂局势的从容不迫。又如张养浩《寄李道复平章》诗言：“文武才全每许君，逢时谈笑建奇勋。世称

① 许有壬：《秋谷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3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 129页。
② 李孟：《初科知贡举》，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8册，第 35页。
③ 蒲道源：《跋秋谷平章试院中所作诗》，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1册，第 226页。
④ 李孟：《在朝思乡》，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8册，第 37页。
⑤ 卢亘：《奉和李秋谷平章宿西郊》，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27册，第 117页。
⑥ 赵孟兆页：《奉赠平章李相公十韵》，钱伟强点校《赵孟兆页集》，第 94页。
⑦ 王执谦：《赠李道复》，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22册，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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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为贤相，帝重严陵是故人”①。除了赞赏之情以外，所谓“文武才全每许君”的说法，也隐含着时人讨论

文武全才的话题时总会不约而同想到李孟的细节场景，显示出李孟及其成就的功业在当时是人所共知、

有口皆碑的。更进一步而言，这种话题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仁宗儒治的大环境激活了传统儒家观念

为古往今来的士人定立的那个“大人”梦想。

（三）翰林文人的归隐渴望：李孟与黄一清的《秋江钓月图》

除了上述两个层次的典范意义之外，李孟与士人黄一清的交往渊源则展现出他身上存在的又一重

代表性特征，这赋予了翰林文人另一种模式的书写兴致。

黄一清（1263—1337），字清夫，号秋江，休宁（今属安徽黄山）人。关于他以布衣之身结交宰执李孟的

因缘，黄溍在《秋江黄君墓志铭》中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追溯，其文曰：

洎李公以旧学相仁宗，贤才汇进，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

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复入京师谒李公。君古貌长身，须髯如戟，宽衣高冠，容止简率。又

作吴语，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见大惊异，即下执其手，延之上座。时公门下皆名人显士，而君以布

衣居其间，恒与公亢礼，坐客莫出其右，隐然名动京师。君以秋江自号，而李公自号秋谷，遗君诗

有“君钓秋江月，我耕秋谷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惭君”之句，朝野传诵满口。②

在这段描述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个重点：一是仁宗时代爱贤尚文背景下“贤才汇进”的热烈风气。二是

李孟作为当朝宰臣对此一风气的助推作用。三是具体到黄一清个人而言，他的命运在遇到李孟前后发生

的转变。这种转变最显著的结果是李孟对其的青睐引发的名动京师效应，使得黄一清每至大都，都能获

得入仕机遇。③但让人意外的是，受到伯乐青睐的黄一清并没有自此走上仕宦大道。相反，面对一次次推

荐他总是选择婉言谢绝，并对此解释道：“吾以布衣缔交相国，荣孰大焉？持此足以复吾亲矣。”④

从儒家的入世观来看，黄一清始终坚持独善其身的做法，与李孟这样志在兼善天下且无论境遇如何

都勉力为之的儒臣相比较，似乎显得不够无私和伟大。但这样的人生选择却又显然触动了进取者们的心

灵：除了李孟的赠诗，黄一清和他的《秋江钓月图》也得到了程钜夫、赵孟兆页、曹伯启、袁桷、范梈、杨载、马

祖常、陈泰、胡助等人的题诗。如曹伯启诗“桂影扶疏漾碧流，高人归隐坐垂钩。乾坤空廓心无际，雨笠烟

蓑老即休”⑤；程钜夫诗“荷蓑非避世，持竿不求赏。夙抱江海心，宁为利名鞅。天明紫烟里，日暮清波上。四

顾无人知，孤舟自来往”⑥；赵孟兆页诗“尘土染人衣袂，烟波着我船窗。为问行歌都市，何如钓月秋江”⑦；范

梈诗“旧识先生隐者流，倘因图画想沧洲。断云满路碧窗晚，明月何年青嶂秋。世故风尘双短屐，生涯天地

一扁舟。何由白石空矶畔，招得人间万户侯”⑧。在这些身居翰林的文人笔下，黄一清出乎尘世之外的个性

和钓月秋江的画中人浑然一体，演绎着各人心中的隐逸梦想。其中，赵孟兆页别出心裁的六言诗仅用二十

① 张养浩：《寄李道复平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25册，第 49页。
② 黄溍：《秋江黄君墓志铭》，王颋点校《黄溍集》第 4册，第 940页。
③ 同上书，第 940—941页。
④ 同上书，第 940页。
⑤ 曹伯启：《题黄秋江钓月图二首（其二）》，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7册，第 392页。
⑥ 程钜夫：《秋江钓月》，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5册，第 286页。
⑦ 赵孟兆页：《黄清夫秋江钓月图》，钱伟强点校《赵孟兆页集》，第 139页。
⑧ 范梈：《题黄隐君秋江钓月图》，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26册，第 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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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就表明了诗人对行歌都市和钓月秋江两种选择的态度，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寓意深刻。其中既有对

作画者自由洒脱的钦羡，又向同僚李孟给予黄一清的青睐投射了共感，更借此言说了写作者个人向往秋

江钓月的心曲，在有限的篇幅内赋予这首题画诗以多维的意蕴。再如程钜夫、范梈的作品则在赵孟兆页“行

歌都市”的诗意表达之外，更加明确地点出了富贵名利的概念，以此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孤舟隐者形

成对立，借由画中人达成了一种自我寄托。

不过，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相关作品恐怕只是原貌的一小部分。因为元代隐士陈栎曾在延祐二年

（1315）撰写的《赠黄秋江序》一文中，将黄一清当年自大都返家时携带的公卿交游之作描述为“巨帙”，介

绍其中“会粹题名，作自平章秦国公而下，贤卿大夫、新进士诗文咸在，雅雅奇奇，并蓄兼收”①。其中李孟

的诗作不仅是最为知名的一首，而且也是表露心迹最为明确的一首：

君钓秋江水，我耕秋谷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惭君。老我素多病，壮君高出群。何时各归

去，云月总平分。②

在笔者看来，黄溍在《秋江黄君墓志铭》中引用此诗时省略掉的诗歌后两联，既表现出李孟再一次申明自

己的“退意”，同时更以一种刻意洒脱的结尾凸显出诗人羡慕黄一清的恣意人生却不可得的两难与无奈。

客观地说，仕隐问题并不是元代文人独有的纠结，但是对李孟以及像他一样有志于学以致用、惠泽

天下的传统儒士来说，他们面对的为难既有一般意义上抉择进退的心灵困境，也关涉身在王朝中的人身

安危。然而正如许有壬多年以后的“后见之明”———“灼知将来之危而不恤也”———李孟和他的同伴们向

往归去却又总是知难而进。应该说，相较于单纯的向往田园，这才是李孟给黄一清这样一位普通士人的

赠诗被在朝文人反复咀嚼以致“朝野传诵满口”的深层原因，也是众人进而纷纷为之歌咏的同理心境所

在。这种情绪集中体现于张养浩的《李平章还山亭记》一文：

或曰：“士方穷处，其志未尝不欲用世，今秦国公天子大臣，两定内难，不可谓道不行；军国

重务，奏无不允，不可谓言不听。夫人臣亟于退者，不越远谗避祸二焉耳矣。盖谗不必远，当正

身率物，使谗言无隙之入为可法；祸不必避，当殚诚为国，使祸患不自我作为可师。允能是，则

庙堂之高与山林之邃也，奚其异？”仆曰：“之言也，固臣子律己之上策。然闻之：天地无全功，圣

人无全能，善作者不必善成。所以自古明哲之士，审机隆盛而戒进于满盈，初非藉以自全。盖阴

阳消长、物理人事之自然者也……况一治一乱，固由人事，究其本言之要，亦有数存乎其间。圣

人不语及者，盖恐国家有所倚而不力于治理故也……尝谓山林之乐，造物甚靳而不轻以畀人。

苟非其人，虽见留于暂，终必假轩裳以去之。以是知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必福德俱盛者可以填

服于是。”③

作者在文章中虚拟出了一个他者来与自己辩论。对于他者提出人臣只要正身率物、殚诚为国就无须远谗

避祸的观点，张养浩含蓄地予以否定，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当中的境界。换言之，他很理解李孟的处

境，更借国家治乱实有定数之说指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无论李孟如何贵为天子大臣，他能发挥的力量

终究都是有限的。然而在局限之中寻求突破、行道立业，这才是李孟“福德俱盛”的缘由所在。如果我们考

① 陈栎：《赠黄秋江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85页。
② 李孟：《赠黄秋江处士》，杨镰主编《全元诗》第 18册，第 36页。
③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 628—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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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张养浩本人也曾致仕闲居，却在朝廷需要之时义无反顾担起重责最终以身殉职的悲壮经历①，就会

发现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对庙堂之高与山林之邃的理解，绝不只是针对李孟就事论事，而是渗透着其

个人的真实心意和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少有涉及所记对象的细节风貌，而是别出

机杼地以“或”与“仆”之间的对话来结构全文，正是因为写作者有托还山亭言己志、借李孟请求表达自我

的深层意图。

三 文学书写背后的历史与自我建构

要而论之，“李孟”作为一个主题对象引发的文学创作在仁宗时代是被在朝文人们积极接受的。这一方

面源于仁宗由上而下带有政治意图的推动和授意，同时也包裹着他在传统儒家思维下对师者李孟的尊崇之

心。另一方面，李孟之所以能够成为仁宗想要树立的典范，其本质原因更在于他身居其位、善谋其政，将自

孔、孟以来传统读书人所秉持的忠信仁爱、兼善天下之高贵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李

孟前后辈同僚们的认可与钦羡，从而促成了另一种自下而上，既褒扬李孟也称颂时代的创作情绪。

当然，正如历史学者所言，“‘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此‘情境’指的并非文本内的上下关系，而是产

生此文本（以及事件）的社会情境或人类生态情境。”②也就是说，“李孟”主题的诗文写作现象以及由此产生

的文学文本，归根结底都存在于仁宗朝独特的情境之中。通过以上有关“李孟”的集体化创作可以看到，仁宗

朝的文人既借由笔墨记录并建构起一段元代中期的儒治历史，同时亦借此完成了另一层关于自我的建构。

本文此前曾讨论过李孟在大德十一年（1307）的宫廷政变中为仁宗平乱，继而拿下皇位继承权所起

到的关键作用；亦借鉴元史学家的观点，对他在看似和平过渡的武、仁授受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所

提及。③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史料和史论支撑下，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人们在“李孟”主题的创作里

脱口而出“面陈王霸龙庭上，手拔乾坤虎口中”，“文武才全每许君，逢时谈笑建奇勋”，惊服于一介书生手

定乾坤的霸气与成就。但是，仔细回顾史传的记载，其中的“逻辑漏洞”却是不可不察的。且看《元史·李孟

传》写道：

仁宗曰：“当以卜决之。”

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

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献卦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

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

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

孟曰：“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

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马，孟及诸臣皆步从，入自延春门。哈剌哈孙自东掖来就之，至

殿廊，收首谋及同恶者，悉送都狱；奉御玺，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随以定。④

① 参见刘育《论张养浩对杜甫诗歌和人格的接受与继承》，《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1期。
②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 157页。
③ 参见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第 659—660页。
④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 13册，第 4086页。按，为呈现这段记录中李孟给仁宗带来的显著影响，笔者有意对段
落进行了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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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版本的描述里，仁宗的每一步行动都可以说是由李孟直接促成的。最重要的是，当李孟将计就计

用仁宗选择的占卜方式彻底打消后者犹豫不决的念头以后，整件事情便以一种极为流畅的节奏顺利发

展，从“振袖而起”到“共扶上马”，自“诸臣步从”至与哈剌哈孙会合，史书通过“入”“至”“收”“送”“奉”

“迎”“定”等一系列动作，向读者呈现了一场看似毫无抵抗和阻碍的平乱过程。但是，中国历史上无以计

数的政变案例提供给我们的常识却是，对于一个意图铲除逆党、稳定朝局的夺权者来说，周围智士的锦

囊妙计固然不可或缺，但得到武力方面的可靠支持则更是万不可少。

那么，发生在大德十一年（1307）的这次政变究竟是不是如上述材料所说的那样平和容易呢？恐怕不

是。有元史研究者就认为，“有关成宗皇后的事及武宗即位经过，《元史》留下的记录，皆武宗、仁宗一派的

片面之词，恐怕与真相大不相符”①，同时对李孟在其间起到的作用亦质疑道：“当时曾有一场剧烈战斗，

决不是李孟传所说，凭道理可以瓦解对方势力的。”②至于这里没有详述的“剧烈战斗”实况如何，我们或

可从《元史》中提到的两个细节里揣摩一番：一是《仁宗本纪》写当时进宫平乱时，“帝率卫士入内，召阿忽

台等责以乱祖宗家法，命执之，鞫问辞服”③；二是《哈剌哈孙传》同样在讲到进宫这一时间点时，进一步明

确道：“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近，诸王秃剌实手缚之……”④

据此可见，跟随仁宗拨乱反正的入宫队伍并非仅是“孟及诸臣皆步从”形容得那样云淡风轻，当中应

当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尤其考虑到《哈剌哈孙传》提到的事件走向是，秃剌由此“以功封越王，三

宫尽幸其第，赐与甚厚，以庆元路为其食邑”⑤等，我们便不难有合理的想象：彼时以皇子身份入宫的仁宗

遭遇了强烈抵抗，甚至有性命之虞的可能。换句话说，如若不是情势危急，不是千钧一发之际亟需某种突

破，秃剌绝不至于仅凭手缚阿忽台就得到上述诸多荣耀，达到“以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⑥的程度。因此，

李孟令文人们艳羡不已的“赤手除蛟虎”之功，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项可凭个人建立的“奇勋”。事实上，

此类事件非但必须有武力资源作为坚强辅助，而且仅就平乱方案的谋划和制定部分而言，《元史·陈颢传》

中亦有“会成宗崩，仁宗入定内难，以迎武宗，颢皆预谋”⑦的记载。

当然，《元史·李孟传》在叙事策略上将此事作为重点，把事情的进展主要依托于李孟的谋略和果决。

这并不难理解，毕竟作为传主，其人生历程中的辉煌成就确实应当得到浓墨重彩的叙述。但是，对于生活

在同一时代、理应通晓事件始末详情的文人们来说，他们为什么集体出现了“部分失忆”的状况，不约而

同地将旷世奇功记在了李孟身上，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我们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此进行说明。第一，从宏观上看，历史的书写本有着成王败

寇的复杂一面，即便文学写作对历史现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艺术化处理，其精确性较之原始真相总会有

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终究源自那个现场，因此我们未尝不可以以诗文证史，借由文人们

① 李则芬：《元史新讲》第 3册，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 340页。
② 同上书，第 344页。
③ 宋濂等：《元史》卷二四，第 2册，第 536页。
④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六，第 11册，第 3294页。
⑤ 同上。
⑥“祖宗之制，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秃剌疏属岂得以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哉。”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三六，第 11
册，第 3294页。

⑦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七，第 14册，第 4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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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4册，第 628页。
② 许有壬：《秋谷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38册，第 129页。
③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 140页。
④ 程颐：《上仁宗皇帝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 411页。
⑤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 157页。

“心有灵犀”的笔墨对李孟为仁宗及其时代的付出多一分了解。第二，与《元史》本传的处理方式相仿，既

然是以“李孟”为主题的创作活动，那么对写作对象表露夸赞自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

使是在纯粹私人关系的文字酬答里，“今秦国公天子大臣，两定内难”①的故事仍然萦绕在写作者们的心

间；甚至在仁宗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没有必要再借李孟来对那段历史进行肯定和建构时，依然有人

在以传奇化的笔法追叙他的巅峰功绩：“大德之末，丁国势危疑，神器杌捏之会，犹操舟滟滪三峡，遇排山

倒海之风，而能力赞秘策，卒底平济，非社稷之臣乎！”②由此，我们也得到了以下第三重观察的维度。

反思史学认为，“在一社会群体中，不是所有人都自然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它常被群体中部分人宣

称为该群体的集体记忆，并在人际微观互动的社会过程（指亲近人群间通过语言、文字、肢体行为等等的

展演、夸耀、模仿而产生的社会变化过程）之中，逐渐成为该群体之集体记忆。因此，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

背景及其过程，以及其对社会记忆之选择与组合，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③就大德十一年（1307）发生过

的权力争斗来说，要求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将李孟“手拔乾坤虎口中”作为共同的集体记忆恐怕是不太现

实的，至少在事件中留下姓名的哈剌哈孙、秃剌以及他们的族属都不会这样以为。但是，由于有一批文人

针对这个话题留下了取材相近、主旨相似的文字记录，他们便由此通过语言，将李孟和仁宗及其时代的

紧密关系塑形成了在朝文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历史和自我的双重建构。

程颐曾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自陈“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④，展示了一

条得君行道的基本路径。有宋一代，前期有王安石之于宋神宗，后期有朱熹之于宋孝宗，无不在某种程度

上以具体行动践行并实现了这一路径的可能性。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元代大一统王朝，传统儒家

知识分子希望借由统治者的充分信任从而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抱负，却受制于多重因素而难于达成。在

这种情况下，李孟能从仁宗少年时代起便陪侍左右“罄陈所学”，其后更为仁宗即位与元中期盛世贡献直

接力量。其以布衣身份而为帝王之师、贵极人臣而创治世之业的成就，无疑成为了普通士人于此时此地

亦有可能得君行道的最佳注解，赋予了时人对于事功的更多期待与向往，也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

主体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妨说元中期一系列有关“李孟”主题的创作还从侧面展现出彼时士人的

家国认同。

在集体化的写作中，文人们既充分表达着对仁宗儒治的称颂和对贤能宰臣的推崇，与此同时，也反

复透露着个人身逢历史机遇的荣耀与渴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创作有意加重了李孟之于历史进程

作用的笔间分量，从而臆想和期待个体的能量及其能对时代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事件的历史重

要性（它如何影响历史）不只在于此事件本身的性质，也在于（或更在于）它为何被人们记得，以及如何在

叙事中被人们与其他事件以时空及因果关系相联结，以成为一传递特定讯息的社会记忆。”⑤通过史料，

我们当然能够意识到李孟对仁宗及其时代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文人们在赞颂李孟时殊为统一的笔

调又让人看到他们的自我定位和期许。尤其是就平乱事件所作的文学化追忆中，出现了无论与史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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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经验想象并不完全相符的书写。这更展现出在来之不易的治世之下，文人们渴望像李孟一样有所作

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需求。

结 语

综上所言，李孟的忠君为国之心、功勋卓越的辅治之功以及内心长久的归隐渴望，形成了一个层次

丰富的典范形象，满足了仁宗在其统治之初进行典范树立和道德构建的政治意图，亦与其以儒治国之理

念相符。这引发了从老臣程钜夫、郝天挺到仁宗朝刚刚显露才名的文学新秀许有壬、马祖常等一众文臣

的集体歌咏，展现出在朝文人对于时代的积极回应。从作品内容上来看，他们在仁宗爱贤尚文的明确态

度里获得并表达着身逢其时的满足感，颂扬明君之世，歌咏时代新风，同时亦毫不遮掩身在庙堂、心在山

林的隐逸情怀，令这一时期的馆阁文学既呈现出激昂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无限接近传统中原王朝的神韵。

从书写意图上来看，一次次的集体创作既彰显着文人们对所处历史情境的情感认同，也埋藏了各人心中

的“大人”之梦，由此达成了文学对于历史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此外，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而言，将“李孟”主

题诗文写作的集中出现作为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现象，也有助于深化对元中期乃至元代文学和历史

的探索与认识。

（刘育，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左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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